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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
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邓 莹,孙 道 进
(西南大学 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 要: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三重界定。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

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作

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是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

三重界定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第一,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第二,

“现实的运动”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第三,“联合的条件”则为人与人、人与自然

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这种生态学思想启示我们既要合理甄别现存的各种生态学思想,又要准确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生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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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

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今天,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它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必须深入研究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

学意蕴。本文以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为出发点,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发掘其中的生态

学意蕴,寻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生态文明”首次出现于1978年德国学者费切尔的《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

一文,其含义是指“应当在认识科学技术的消极效应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破除不利于人

和生态和谐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共同进步和生态平衡的社会”[2]。一直以

来,共产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都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在西方学界更是如此,这从生态学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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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就可见一斑。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泰德·本顿等人认

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因此必须从生态学维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约

翰·贝拉米·福斯特、瑞尼尔·格伦德曼、戴维·佩珀、乔纳森·休斯、保罗·伯克特等人认为,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足以分析和解决当代的生

态环境问题。其中,本顿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只强调“支配自然”,这是沿袭启蒙运动以来相信理

性、技术和进步的观念,即“支配自然”的观念,这一观念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因

此,必须用“适应自然”的观念取代“支配自然”的观念[3]。福斯特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得

出了相反的结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

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这因此就说明了一种

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4]伯克特在深刻分析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

上指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对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的社会

分离,因此它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即蕴含着人类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5]。

国内学者充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生态学维度,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

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刘经纬等认为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

质特征之一,它能够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保证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

富、促进按需分配的实现[6]。杨丽艳等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们走出生态困境的光明出路,共产主

义社会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都迎来了“和解”[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既

是一个整体,同时又各有侧重,本应在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又分别展开。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

看,绝大多数都是以整体研究为主,学术综述也很少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特点进行说

明[8]。在相对较少的分别研究中,也多以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研究为主,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则

受到了相对忽视。比如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2022年1月14日,以“马克思”和“生态”联合

主题检索得到20760条结果,以“恩格斯”和“生态”联合主题检索得到3361条结果。如果进一

步聚焦,以“恩格斯”和“生态”联合篇名检索,仅得到569条结果。

有学者指出:“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人类对自然的盲目行为必然会导致自然对

人进行报复和惩罚的科学论断为指导,以人类文明史上存在过的由于生态恶化导致文明灭绝的

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为依据,习近平深刻地阐明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

理念。”[9]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一部分,又具有恩格斯自身的突出

特色,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一些学者显然注意到了该问题,从自然报复论、“两

个和解”思想及“两个提升”思想出发阐释了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如王建新等认为自然报复论

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逻辑主线和思想内核分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资本与生态的关系[10]。张丽媛等认为“两个和解”思想密不可分,人与人“和解”是人与自然

“和解”的社会前提,人与自然“和解”是人与人“和解”的物质前提[11]。刘明定认为“两个提升”思

想具有生态哲学意义,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形式,对深入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2]。但到目前为止,针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

生态学挖掘尚属空白。

基于上述,本文选取这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理论、现

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三重界定,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意蕴。与此相应,本文分别阐释三重界

定中的生态学思想,旨在说明: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阐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

逻辑关联;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作为社会

制度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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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说明,恩格斯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意蕴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二、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之生态学意蕴

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理论体系,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他在

《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3]295那么,共产主

义要实现何种解放呢? 恩格斯如是回答: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

的和解”两个大转变[13]24。并且,他认为这两个大转变在“历史科学”的视域下有机关联了起来。

可见,共产主义所指向的无产阶级解放关涉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

(一)无产阶级的解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

恩格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几乎是同步的,而且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深

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的切入口。青年恩格斯曾在《伍珀河谷来信》中生动地描述了工业生产对伍

珀河谷的污染状况: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的波浪,时急时徐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

满棉纱的漂白工厂,但它那红色的波浪并非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色

颜料的染坊[14]。而后,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又严厉控诉了资本主义对英国自然环境的肆

意破坏。艾尔克河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斥着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

西冲积在右侧相对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河岸上就留下一长串污秽龌龊的呈暗绿色

的淤泥坑,臭气泡连续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即使人们站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同样感

到浊臭逼人[15]。晚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通过例证来警示人们要处理好自身与自然的

关系。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不惜毁掉森林来获取耕地,而失去森林

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这些地方也就沦为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了合理地

“支配”自然界,人们必须“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6]769。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仅仅是表象,潜藏其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本质,只有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

的对抗关系,才能真正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17]。其实,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恩格斯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它使土地、资本和劳动三个要素都处于分

裂状态,并最终导致“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13]34。在

《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更加明确地阐释了资本逻辑(即资本增殖的逻辑)对生态环境的严

重破坏。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必然会受到资本逻辑的驱使,他们在生产和交换中只关

心自身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即制造或交换产品的效用也完全退居次

要地位,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为他们唯一的动力[16]77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同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他们纷纷致力于资本的本性、资本的生

产逻辑以及资本的消费逻辑三个方面的批判。第一,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资本本身具有不可

避免的反生态性。如奥康纳所说:“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

的。”[18]第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生产也具有反生态性。资本的无限扩张要求资本的生产

也无限扩张,但是资本生产的原材料———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所以资本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必

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

境问题日趋恶化。这便是世界观察所在《1999年世界状况》中称之为‘历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

现实,其含义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19]第三,资本生产的反生态性

决定了资本的消费也具有反生态性。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张要求资本的消费也无限扩张,但是消

费的无限扩张必定会增加自然资源的耗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资

本逻辑对消费的控制并不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将消费变成了人们自觉追随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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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本·阿格尔就把异化消费看成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

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0]。国内学者着重强调了资本生产的反生态

性,认为只有限制、引导和变革这种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同时也从总体

性上批判了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认为“从历史批判的视角出发,生态危机的发生是资本逻辑宰

制人类社会的必然结果。从生态批判的视角出发,正是资本逻辑的不正义性和反生态性导致了

生态危机的发生,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和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性历史考察”[21]。

(二)“历史科学”: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科学”视域下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有机关联起来。他们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来考察,自人类出现以来,自

然史与人类史就相互纠缠并相互制约,因此只存在“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3]146。从“历

史科学”视域看,自然史书写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人类史则演绎着人与人之间的历史,自然史

和人类史的密不可分同时也意味着自然与历史的密不可分。其实,“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

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

变”[13]156。所以,并不存在“自然和历史的对立”,相反,人们面前始终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

的历史”。所谓“历史的自然”,就是以实践为中介把自然界理解为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自然

界,它是人类世世代代生产劳动的结果,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打上人的烙印、贯注人类

意识的自然,也即不断人化的自然[22]。所谓“自然的历史”,也就是把历史纳入自然的怀抱,把人

类历史看作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3]310。如果说“历史的自然”主要强调的是历史对自

然的影响,那么“自然的历史”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

史”科学地阐释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的密切联系,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

避免像鲍威尔等人那样将自然与历史对立起来,或者如费尔巴哈一般将自然与历史相分离,其根

源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并且他们始终坚持以这种历史观来审

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同唯物史观中自然与历史辩证统一的观点。如卢卡奇指出,自然

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界在内容和形式、范围和对象性方面的所属意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人

类社会的印记[24]330。施密特认为,一开始能够和其他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马克思自然概

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质[25]。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学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见解与马克

思不同,由于前者抛开了历史来抽象地考察自然界,所以他看不到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

系。但是,周详考察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可知,这种观点是不可置信的。且不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

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过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统一,他个人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也

做过明确的阐释:“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

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16]576此外,晚年恩格斯在《致乔治·威廉·兰普卢》的信中也

指出:“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26]

鉴于此,有学者在回应西方学者炮制的“马恩对立论”时指出:“恩格斯从来都是辩证地考察自然

和历史两者之间的关联,始终与马克思一道对辩证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和阐释,其晚年更是对历

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7]可见,恩格斯眼中的自然与历史同样也是“历史的自然”和
“自然的历史”,部分学者关于恩格斯自然本体论以及素朴实在论的理论诘难,不过是形而上学的

文本“肢解”或者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从根本上说,“历史科学”实现了自然与历史的有机统一,

它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逻辑关联。

综上所述,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第一,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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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其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

“和解”;第二,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象背后都潜藏着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资本

逻辑本身的反生态性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三,“历史科学”科学地阐释了自然与历史之

间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它亦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关联之处。

三、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之生态学意蕴

恩格斯曾多次提出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并明确表示“我们所称

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3]166。之后,他再次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

而是运动”[13]291。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的运动”与唯物史观的本质属性———实践性是

根本契合的,它也是区别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包括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

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之处。正是基于实践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只有把思维的彼岸性变成现实的此岸性,砸碎现存世界禁锢在人们身上的沉重锁链,才能为人

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

(一)“改变世界”: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分蘖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为共产主义者指明了行动的方向

即“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3]155。基于此,他们深刻

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代表青年黑格尔派和旧唯物主义的代表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

念、思想、概念是人们生活中的真正桎梏,若要消除这种束缚“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

行了”[13]145。因此,尽管他们满口宣扬的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最大的保守

派。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他同样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他

把直观看作哲学的工具、生活的原则,并从直观的观点出发来把握感性世界,导致其唯物主义具

有直观性的缺陷[28]。并且,费尔巴哈用美文学的词句代替科学的认识,他并不吁求通过革命的

方式,反倒主张依靠抽象的“爱”来解放全人类,“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

谈中了”[29]。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用词句反对词句,抑或是费尔巴哈用“爱”的宗教来解放全人

类,都不过是在“解释世界”,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改变世界”,这就是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及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恩格斯认为,“改变世界”就是要通过“现实的运动”来实现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他在《反杜林论》中公开指出:暴力在历史中发挥过革命的作用;用马

克思的话来说,暴力就是在旧社会中催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

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30]564。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通过

比较和研究历史材料,能够逐渐认清生产活动对自然和社会所造成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

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

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

全的变革”[30]1000。

如果说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是从静态角度和理念维度来理解共产主义,那么作为现实

运动的共产主义则是从动态角度和实践维度来理解共产主义,二者不可分割,前者为后者提供

“批判的武器”,后者为前者完成“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并不能够相

互替代,只有在二者的耦合互动中才能实现新唯物主义“改变世界”的鸿鹄之志。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大都非常重视实践的观点在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意义,比如,葛兰西“以历

史内在性概念批判抽象客观性,在立足实践统一性的基础上,扬弃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物质

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抽象对立,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原则,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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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一般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31]。卢卡奇认为,辩证法的中心问题乃是

改变现实,如果这一问题被忽视,那么构造“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变成纯“科学的”事情[24]51。

这充分说明,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点就是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

提和基础。同样地,要正确理解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也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点的

正确理解。只有基于实践的维度才能科学阐发共产主义“理念”和“运动”之间的双重规定,即以

“运动”规定为基本原则,确立批判和改造现存的观念,为共产主义非乌托邦性奠定基本的思想前

提;以“理念”规定为价值目标,共产主义就提供了用以评判人类进步的视角[32]。

(二)“现实的运动”: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可能性

恩格斯认为,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在消除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同时,也必定能够消除人与

自然之间的异化。因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

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

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3]297。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所以能

够画等号,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外在形式总是包裹着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内容,即“与此物相见,

就是与他人相遇”[33]。因此,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

可能性。恩格斯说:“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

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

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

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

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6]453这里,恩格斯强调人们必须“通过这个行动”才可以成为社会、自然

界以及自身的主人,不过是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

性的同义反复。具体来说,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改变来为人与人、人与

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一方面,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可以改变社会劳动的性质。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

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

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3]165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中,劳动得以普遍化,生产效率提高,工作

日缩短,自由时间增多,劳动者真正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此时,劳动从生存手段变成了生

活目的,人们在劳动中不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不再是自我意识的丧失而是本质力量的确

证。社会劳动性质的改变使劳动变成了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精神境界必将随

之而提升,在消费上也必然表现为重精神消费而轻物质消费。即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消费方

式具有明显的亲生态性。另一方面,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基本

经济规律。马克思说:“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

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34]也就

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发挥作用,它将转化为

节约时间的经济规律。由此,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都将烟消云散,与之相应的商品拜物

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也将不复存在。在一个不以商品、货币和资本马首是瞻的共产主

义社会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能源的耗费。到那时,自

然界“不只是表现为原材料———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而是作为有其自身权利的生命力量,作为

主体—客体而表现出来。为生命而奋斗成为人与自然的共同主旨。于是,人将成为一个活的客

体;感觉就会‘为了物的目的而将自己与物联系在一起’”[35]。总之,只有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

义才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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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第一,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

义及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分蘖在于改变世界,因此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事关人与人、人与自然双

重“和解”的“现实的运动”与唯物史观的本质属性———实践性是根本契合的;第二,由于人与自然

之间的外在形式总是包裹着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内容,所以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在实现人的

解放的同时,也必定能够实现自然的解放;第三,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主要通过改变社会劳

动的性质和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

四、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之生态学意蕴

恩格斯不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科学理论和现实运动,还把它理解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23]462,还是能够把“现存的条件变

成联合的条件”[13]202的“联合体”。并且,这种“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13]422。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联合体”在促进人的

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必定能够赋予自然界“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即是说,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

主义能够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现实性。

(一)“社会直接占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

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导致“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30]811。资本主义生产资

料的私人占有使占有者拥有了奴役生产者的重要筹码,在这种条件下,劳动产品必然“作为一种

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3]267。生产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

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反而越贫穷。另一方面,占有者也同样没能逃脱被奴役的宿命。在资

本逻辑的主宰之下,他们不再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反而只关心产品的交换价值以及如何获取巨

额利润。因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就是商品“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

摔坏的不是商品,但是一定是商品占有者”[36]127。可见,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使生产者和占有者

都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其最终的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3]267。由

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普遍异化的同时,人与自然之

间也同样难逃异化的厄运。对此,恩格斯曾多次强调,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是人与自

然双重异化的根本原因。

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延续了这一传统,纷纷将批判之矢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如马尔库

塞指出,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资本主义大肆盘剥自然引发的生态危机对于整个人

类的生存来说犹如一场“奴役”和“监禁”[37]。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它所奉行的

“经济理性”原则,由于“经济理性”支配下的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人们对自然界的剥削也

必然是“越多越好”[38]。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是经济合理的社会,但绝不可能是生态合理的

社会。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同人与自然的异化乃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点所致,但

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与之彻底决裂,而是选择在其框架内来小修小补,以期实现资本主义与

亲生态性之间的兼容。诚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小修小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依照恩格斯

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必须“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

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

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30]811-812。所谓“社会直接占有”就是共产主义

的占有方式,它“不仅会消除生产力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

费和破坏”;同时,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

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16]300。总之,只有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

81



直接占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即是说,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具有

明显的亲生态性。伯克特是从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中挖掘其生态学意蕴的典型代表之一,他将抨

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与论证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亲生态性两条线索相互交融起来,

非常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学维度。温莲香等认为,由于共

产主义能够锻造生态文明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类、确立生态文明需要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和选

择生态文明需要的生产模式,所以它将揭开生态文明的新时代[39]。

(二)“联合的条件”: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现实性

恩格斯把“联合的条件”看成是生产资料的联合即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也正是基于

这种占有方式,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此,恩格斯曾在《共产主义

原理》中对“联合的条件”所形成的“联合体”做了如下描述:联合体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

力;使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外一

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式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

所有人共享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3]308-309。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把这种“联合体”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它运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自觉地把许多

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它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其中一部分重新用作社会

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用作联合体成员消费的生活资料[36]96。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基

于人的解放来理解“联合体”的,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联

合体”在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必定可以实现自然的解放。

具体来说,“联合的条件”主要从三个方面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

第一,“联合的条件”通过有计划的调节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恩格斯曾说过,

当人们按照生产力的本性来对待它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

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30]811。由于“联合体”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

直接占有”,所以它能够合理地调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从而将经济危机以及各种

生态危机扼杀于摇篮之中。第二,“联合的条件”通过生产力的提升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

重“和解”。“联合体”原本就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它能够使个人劳动

力汇聚成为社会劳动力,所以它势必拥有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生产力。强大的生产力又催生出先

进的科学技术,这就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必要条件,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

代工业可以一起变革整个自然界,还可以结束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

为[40]。即是说,自然科学的合理运用并不会引发生态危机,反倒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解”。虽然科学技术也曾堕落为资本主义宰割人和自然界的帮凶,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褒

贬,它的善恶仅仅源于它为哪一种社会制度服务而已。第三,“联合的条件”通过增加自由时间的

富余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拥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所

以工人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41];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消除了劳动异化,工人的劳

动是自由且自觉的,所以其必要劳动时间也可以视为自由劳动时间。因此,“联合体”将会享有更

多的自由时间富余。伯克特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时间潜藏着丰富的生态学意蕴:自由时间

的增加必定会减少物质的生产时间,这就降低了自然环境的压力;人们利用自由时间倾向于从事

智力与审美形式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这些活动显然是生态友好的;自由时间还可以用来发展

环境感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人们的生态自觉[42]。可见,“联合的条件”主要通过“联合

体”这种形式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意蕴:第一,由于生产资料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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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直接占有”的方式,所以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具有亲生态性;第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联合体”在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必定能够实现自然的

解放;第三,“联合的条件”通过有计划的调节、生产力的提升以及自由时间的富余为人与人、人与

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

五、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

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3]9-10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是一个牢牢紧

扣“人的根本”的有机整体: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旨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

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

主义则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这种理论必然是能够“说服人”和“掌握

群众”的理论,它启示我们既要合理甄别现有的各种生态学思想,又要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亲生态性,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为打造一个国家富裕、社会和谐、

环境优美、人民幸福的美丽中国而不懈奋斗。

(一)科学甄别各种生态学思想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威胁到人类生存之根本,人们不得不在理论层面上

深刻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时间,称谓中带有“生态”或“环境”字样的各种生态学思想

纷纷出笼,比如“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社

会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后现代主义”“环境思想”“环境正义”“科学技术生态学”

等[43]。各种生态学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聚焦价值问题引发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

主义的激烈争论。除了理论上的繁荣之外,现实中的生态环境运动也如火如荼。但是,理论和实

践中的各种生态学思想究竟谁真谁伪、谁工谁拙,却往往让人难以判别。对此,恩格斯对共产主

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意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评判的准绳。

第一,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旨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但是传统人类中

心主义和现代生态中心主义都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要么只寻求人的解放,要么只寻

求自然的解放,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远离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当作目

的、把自然当作手段,它手持锋利的“奥卡姆剃刀”肆意地征服自然、毁坏自然,俨然是“普罗米修

斯式”的生产力主义;与之相反,现代生态中心主义放下了“奥卡姆剃刀”,但它却沦落为放弃生产

力而走向荒野的乌托邦主义。显然,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生态中心主义都走向了非此即彼

的形而上学。这说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立场,在社会历史性的基础上理解人与自然

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避免陷入傲慢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抽象空洞的生态中心主义,才能

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44]。

第二,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才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但是绝

大多数生态学思想都重理论而轻实践,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远离“实践哲学”的“理论哲学”。比

如,深层生态学主张通过“自我实现”的方式来实现“大我”即“生态自我”,其创立者阿伦·奈斯认

为随着人类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人不再是分离的、狭隘的自我,而是能够同其他生命形式共生

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45]。实际上,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形上层面的观

念变革,它与恩格斯着重强调形下层面的现实运动是根本相悖的。并且,“自我实现”还带有些许

神秘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色彩,它在现实的生态环境运动中也不便执行或者说执行起来比较空泛。

第三,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才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现实性,但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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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生态学思想都没有打算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他们大都选择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

小修小补,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远离唯物史观的抽象乌托邦。比如,莱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爆发

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却将伦理道德建设看作重释控制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方法”[46]。对

莱斯这一思想的评价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表达,即“诊断是准确的,但处方似乎太无效”[47]。需要

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运动中甚至还存在着以生态保护之名谋取个人利益之事。比如,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019俄罗斯能源周”国际论坛上批评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是被

成年人利用的无知青年,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和瑞典这一类发达国家的境遇完全不同,如果以生态

保护的幌子要求所有国家都放弃经济发展,那就必须向发展中国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应该继

续生活在贫困之中而永远不能达到瑞典的富裕水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人类始终

应该是价值的中心,自然的解放应该服务于人的解放,任何通过牺牲人的解放来换取自然的解放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

(二)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生态性

中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张云飞曾指出:“尽管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始终的一个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但

是,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社会主

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的。”[48]结合恩格斯对共产

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意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于西方资本主义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

亲生态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旨趣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习近平总书

记曾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49]4随后,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49]5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人和自然的双重“和解”看作是

一个有机整体:人的解放是自然的解放的根本,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双重

“和解”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

的,只有它才能重视生态文明,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50]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的“现实的运动”。“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中的“五位”要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但遗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就是

其中的突出短板。为了补上这个“短板”,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和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

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

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由此,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

的变化,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倡导“哲学走向荒野”的抽象浪漫主义,更不是“普罗米

修斯”式的生产力主义,它是一场本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统筹兼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的运动”。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

够破解经济发展的矛盾困境,还可以助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变革文化价值观以及促进社会的和

谐发展,等等[51]。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联合的条件”的社会制度。既然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

占有”使共产主义拥有了“联合的条件”,那么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

拥有这种“联合的条件”,这促使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解决生态问题的长期性、整体性、复

杂性具有明显优势。以新冠疫情为例,为了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我国总共调动了4万

多名医护人员“逆行”出征,短短10天建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这种举世震惊的“两山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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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联合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联合的力量”。同样,我们

也可以运用这种“联合的条件”来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奉献力量。
(三)着力推进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处于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消灭

资本反而必须利用资本这一客观事实。资本的存在必然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存在,而资本逻辑的

存在又必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眼下,中国人民又踏上了新征程的赶考之路,它要

求我们必须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递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具体而

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恩格斯对共产主

义的三重界定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生态

学思想立足于唯物史观,所以它做到了集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身。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

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批评“共产主义缥缈论”时曾指

出:“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52]同理,

如果人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也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即是说,只有深刻地把

握唯物史观,才能“真信”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也才能“真用”它去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

态环境问题。

第二,统筹生态与文明,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论证了

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说明生态与文明是可以做到统筹兼顾的,其最佳路径

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的绿色发展。所谓绿色发展就是“集绿色、循
环、低碳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以及消费的活动和方式要以自然规

律以及环境的可承载力为基础,是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53]。它通过经济系统、社
会系统、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产生绿色福利、绿色财富和绿色增长[54]。从根本上说,绿色发展既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生态与文明的唯一路径。

第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制度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

性、全局性,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55]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表明我国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有着相当的制度优势。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

度上都与制度不健全有关。因此,后续任务应该基于以下三个方面来大力加强我国生态文明的

制度建设:其一,加大生态文明制度供给,解决“制度赤字”问题,补上制度缺失短板;其二,实现生

态文明制度之间的科学统筹,避免制度冲突并发挥制度的整体效能;其三,强化生态文明制度的

中国特色,凸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理论特色,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政

治特色,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生态制度成果的文化特色[56]。

综上所述,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从思想理念、发
展方式、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同时发力。与此同时,各个方面还必须相互贯通和相互融合,竭力

形成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合力”。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卓有成效。

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言:“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危机四伏,不容乐观,但还是有重大转机。”[57]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又要看到美中不足之处。当

前,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征程,它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事关“五位一体”的“现实的运动”,那么生态文明建

设也应该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而存在,它没有终点而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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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cologicalImplicationofEngels􀆳TripleDefinitionofCommunismandItsContemporaryEnlightenment

DENGYing,SUNDaojin
(TheResearchCenterfor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ofThreeGorgesReservoirArea,

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Engelsdefinedcommunismasascientifictheory,arealisticmovementandasocialsystem.Asascientificthe-
ory,communismis“atheoryabouttheconditionsfortheliberationofProletariat”.Asarealisticmovement,commu-
nismis“arealisticmovementexterminatingexistingconditions”.Asasocialsystem,communismisanewsocialsys-
tem“transformingtheexistingconditionsintocombinedconditions”.Engels􀆳tripledefinitionofCommunismcontains
richecologicalthoughts.First,theliberationoftheproletariatinvolvesthedouble“reconciliations”,onebetweenhuman
beingsandthemselves,andtheotherbetweenhumanbeingsandnature.Second,“realisticmovement”providesthepos-
sibilityofthedouble“reconciliations”,formanandhimselfaswellasmanandnature.Thirdly,the“combinedcondi-
tions”demonstratetherealityforthedouble“reconciliations”notonlybetweenhumansandthemselvesbutalsobe-
tweenhumansandnature.Foronething,theecologicalthoughtinspiresustodistinguishtheexistingecological
thoughtsreasonably.Foranother,itenablesustoaccuratelyunderstandtheecologicaltropismofSocialismwithChi-
neseCharacteristics.Basedontheformertwoaspects,itaimstofurtherpromote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
tioninChina.
Keywords:communism;ecologicalimplication;tripledefinition;double“reconcil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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